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先锋金国宝

徐宏慧

　　金国宝，字侣琴，1894出生在吴江同里章家浜。他对近代中国的贡献突出在两个方面，一是他是中国最早翻译列宁著作的译作者；二是他是中国著名的近代统计学奠基人。

1、 第一个翻译列宁著作的人

可能连金国宝他自己也想不到，列宁对中国革命会造成如此深远的影响，他自己会成为列宁著作在中国国内的首译者。

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震撼了世界，也震撼了比邻的中国。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以俄为师，要求变革，开始探讨俄国人所走的革命道路。

十月革命是在列宁领导下取得胜利的，中国人自然要了解列宁其人其事。很快，1918年3月，中国的报刊上就出现了介绍列宁生平事业的材料，1919年爆发的“五·四”运动，更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国内的传播，这些传播者首先是在知识分子间开展的。在当时，列宁的思想和言论是现实的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，这就要求直接引进列宁著作。

金国宝翻译列宁著作时，正在吴江中学和苏州第一师范学校主教英语。课余时间常为上海《时事新报》副刊《学灯》撰稿，内容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地理等方面。俞颂华，太仓人，与金国宝复旦读书时的同学，比金国宝年长一岁，虽不是同届，因都在学生会工作，故相知较深，联系也很密切。1915年俞颂华赴日本留学，开始研读马克思、恩格斯著作，1918年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，获学士学位。俞颂华从日本学成回国后，于1919年4月出任上海《时事新报》副刊《学灯》的主编，就职后的第三天，就在刊物上发起“社会主义”征文活动，不久便陆续发表河上肇的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》、《社会主义之进化》、《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》等著作的译稿。此前俞颂华知道金国宝一直在教英文，他就把一篇英文稿的列宁著作交金国宝，让他迅速译成中文寄他，这就有了“金侣琴”译文的出现。

金国宝的李宁（列宁）的《鲍尔雪维克之所要求与排斥》，发表在1919年9月1日出版的《解放与改造》半月刊创刊号上。译文前金国宝还作了短序：“……余以鲍尔雪维克之主张，具见于是，凡研究鲍尔雪维克及俄国国情者，均不可不读也，故将long氏译文，译为汉文，以飨国人。至鲍尔雪维克一字，或译过激派，或译广义派，均不甚妥善，试从音译。”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是郑振铎第一个翻译列宁著作，但经后人考证，“金侣琴”才是第一人。《中国翻译》1984年12期发表了钟风的《最早汉译列宁著作的人》，文中开头就提出：

是谁最早把革命导师列宁的著作译成中文介绍给我国读者的?通常认为是郑振铎。郑振铎于1919年12月15日出版的《新中国》月刊上发表了列宁的《俄罗斯之政党》(此文后附有《对于战争之解释》一文)的译文。戴季陶也是较早译过列宁讲话的译者,1919年9月21日《星期评论》周刊第十六期上，曾发表戴译《李宁(即列宁)的谈话》。近年来，我国学术界就此进一步开展探索,发现在1919年9日1日出版的《解放与改造》半月刊创刊号上,载有金侣琴译的李宁的《鲍尔雪维克之所要求与排斥》一文,在该刊第二卷第六期上还发表了金侣琴译的《建设中的苏维埃》(为列宁《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》一文的节译)。 《解放与改造》半月刊是张东荪主编,上海出版，当时是一份相当进步的介绍新思想、新学说的刊物。该刊创刊号现在苏州大学图书馆有珍藏本,文字直排,金侣琴那篇译文用文言文译出,在“译述”栏刊登。 金侣琴即金国宝(1894一1963),江苏吴江人,是国学大师金松岑先生的堂弟。他早年在复旦大学攻读经济。毕业后到家乡吴江中学任英文教师。他中英文俱佳,好探索新知,追求进步。

也就是说，金国宝翻译列宁著作时，要比郑振铎所译的列宁著作早三个半月，比戴季陶所译列宁的谈话早二十天，只是音译问题，译文中的“李宁”后改为“列宁”，“鲍尔雪维克”后改为“布尔什维克”。

金国宝与俞颂华交往密切，1922年9月他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统计学，1923年10月获硕士学位后回国。先后在中国公学、复旦大学、暨南大学、国立上海商学院等院校执教。他之所以先在中国公学任教，因为当时该校教务长是俞颂华。

金国宝回到上海时，江苏常州人瞿秋白也在新创办的上海大学任教，由于俞颂华于1920年10月曾以《时事新报》特派记者身份与北京《晨报》特派记者瞿秋白等人同赴苏联采访，在苏俄三个月期间，俞颂华他们访过列宁、莫洛托夫、季诺维也夫等苏俄领导人。他采写的《旅俄之感想与见闻》等通讯报道，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了解苏联“十月革命”后的真实情况，起了重要作用。通过俞颂华介绍，全国宝与瞿秋白相识相知，瞿秋白比金国宝小5岁，他们在学术上一直相互探讨。

在他们的影响下，这就有了1926年金国宝在《东方杂志》第23卷第5号上发表题为《社会主义的科学方法》的论文，他从统计学的角度阐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。

1927年间，第一次国内革命进入高潮，武汉政府成立。瞿秋白与俞颂华先后去了武汉，俞颂华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当秘书主任(此军以后在江西宁都起义改编为红军)。金国宝原准备随之西行，后得到瞿秋白的复信称：“此间局势尚不稳定，宜暂缓来汉”。但不久，大革命失败，俞颂华重返上海，瞿秋白转入地下工作。从此金国宝与瞿秋白失去了联系，直到1935年听到瞿秋白英勇就义噩耗，年仅36岁，他为失去这样的好友痛苦万分。俞颂华于1947年10月11日因病与世长辞，享年54岁。

金国宝虽然没有直接投身中国革命阵营，但俞颂华和瞿秋白对他的影响不可小觑。

二、中国统计学之父

金国宝被现代追誉为中国统计学之父，源自他在中国统计学上所作的重大贡献。他在统计学上，几乎倾注了他毕生的心血，著作颇丰，开创性地将国外统计知识引进中国国内，填补了统计科学在中国国内的空白。

金国宝将他的学习研究重点放到统计学上，还得追溯到他在28岁下半年开始的，那年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经理简照南登报招考一批学生，录取后由他资助赴美国留学。金国宝经复旦推荐报考录取后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统计，师从英国统计大师卡尔·皮尔生，美国的欧文·费喧。一年后，金国宝回国，首先重视的是统计学的教学，分别在几所学校任教后，后来就担任了国立上海商学院教务长。当时统计学是一门新兴学科，中国国内找不到只字片语有关统计科学的论述，为教学需要，金国宝自己编写了《统计新论》、《物价指数浅识》等教材。

在此之前他的教学从没有教过统计学，在此后他的教学再没有离开过统计学。

1924年的全国性研究经济学的学术机构成立，马寅初为社长。1928年杭州中国经济学社会议上，金国宝当选为该社理事，同时当选的有钱永铭、潘序伦、陈长衡等著名经济学家。

1927年开始金国宝任复旦大学校董，即学校董事会成员，校董一部分仍由校长聘任，一部分由学生会推选，金国宝被推选任校董长达18年之久。1939年8月，复旦创始人马相伯在谅山逝世，复旦校长吴南轩曾致函金国宝，请他代为马相伯募捐。金国宝复函吴南轩：代为募得五百四十一元。

1928年4月，他又奉大学院(相当今中科院)院长蔡元培之派，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进修人口统计，并转去欧洲各国考察统计事业，历时一年。1929年4月回国，应南京市市长刘纪文之邀，出任南京市财政局长。1930年4月，赴日本考察地方财政。同年7月，因南京市市长易人，金国宝也辞去财政局局长之职，回到上海。后经其叔丈人褚辅成介绍到钱新之创办的交通银行工作。金国宝在交通银行供职五年，职务先后为总行稽核、沪行襄理、副理，总行业务部副理；后调中央银行工作，先后任经济研究处专门委员、副处长，兼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秘书主任、稽核处副处长、会计处处长等职。他还在金融界有许多兼职，先后有交通银行顾问、中国银行董事、四联总署发行处处长、中国实业银行常务董事、吴江县银行常务董事等职。

他虽在银行工作，仍在复旦兼教统计和从事研究。他在工作之余，还坚持学习，勤于著述，1934年，金国宝将在欧美考察时所得的大量统计资料，结合他在各校所写的讲义，写成《统计学大纲》专著，由商务印书馆以大学丛书出版。由于该书问世较早，内容新颖，资料丰富，理论联系实际，体系严谨，立刻成为各高校统计学教材，并一直流传到建国初期。复旦大学出版的《中国学术名著提要》中记载：“以后的统计学原理基本上沿袭该书系统及定义编写，该书的出版对中国开展统计研究，进行统计教学，指导统计业务，了解欧美统计学家的学说起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”。截至1950年，前后再版达十三次(香港、台湾再版未计在内)。由于该书发行量大，影响也大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上海书店又将此书列入成书较早的“民国丛书·经济卷”重印发行。除了出版《统计学大纲》外，另有《中国经济问题之研究》、《中国棉业问题》、《中国币制问题》、《英国所得税论》、《凯恩斯之经济学说》等出版。译著有《伦敦货币市场概要》、《遗产税》。金国宝也因此成为中国统计学奠基人。

1947年8月，朱君毅与金国宝作为中国正副代表，出席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国际统计学会第25届年会及世界统计大会，他在会上宣读题为《四川省九县户口普查经过及结果》的论文。1950年他被正式接纳为国际统计学会会员。

1950年，金国宝辞去中央银行会计处处长职务，应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炳焕之邀，回到母校任统计学教授，兼统计专修科和贸易专修科主任。那时他已56岁，但不满足已有的知识，他自学俄文，参阅苏联的统计学教材，增添新内容。为开设高级统计学这门课，他曾到数学系旁听微分方程。他教工业统计时，已年逾花甲，还亲自带领学生到上海橡胶厂、自行车厂实习，并撰写了多篇理论联系生产实际的论文。出版了《高级统计学》、《工业统计学原理》两本力作。他的学术成就成了当时复旦商学院师生的美谈。1952年院系调整时，金国宝调入上海财经学院教授统计。

1952年金国宝经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褚辅成次子褚凤仪介绍，参加九三学社。当选为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委员，并任第三届上海市政协委员。

1956年2月，金国宝作为上海市特邀代表，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，聆听周总理和郭沫若院长的报告，在小组会上作了《发展我国财经教育》的发言，翌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全文刊载。1957年，他成为上海市第三届政协委员。1959年上海财经学院撤销，金国宝调入上海社科院任研究员。这时他已年近古稀，体力有所衰退，他除研究国民收入的统计方法外，还计划撰写《中国统计史》，但不幸，仅完成《清代统计》一章，便卧床不起，1963年2月因患脑溢血溘然长逝，享年69岁。

1994年11月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统计组举行“纪念金国宝先生诞辰100周年”座谈会。上海复旦、财大、华师大、上海市委党校等高校统计学教授，上海市统计学会、上海市统计志办公室、金国宝生前友好、亲属等出席了座谈会并发言，籍此缅怀金国宝的高风亮节及对中国统计事业的贡献。一致认同金国宝是中国近代统计学界的权威学者，正式称他为中国统计学之父。

3、 成为首批南社纪念会会员

金国宝虽然没能加入南社和新南社，但他是南社纪念会的首批会员。

1909年秋，柳亚子、陈去病等人创建了南社，当时金国宝还是同川小学的学生，只有15岁。金国宝是国学大师金松岑的堂弟，比金松岑小21岁，到了入学的年龄，就进入了金松岑在同里创办的同川小学读书，所以他是金松岑的堂弟兼学生。

1910年底，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。

翌年春他进入苏州两级师范学校(后改名为省立苏州第一师范学校)求学。学习期间，他品学兼优，深受师生器重，被推举为学生会干部。

辛亥革命，学校停课，他回同里，此时范烟桥及徐平阶在袁氏复斋成立了同南社，也是仰慕南社建立的组织，主体都是一些年轻的学生，金国宝就加入进去。积极参加分发社刊社报和各种宣传品。

不久回校复读，期间他组织同学积极参加倒袁运动，自己一马当先、首当其冲，遭到当局忌恨。于1913年10月将毕业时，当局责令校方借故开除，在师生百般说情无效的情况下，他头一扬，拂袖回到同里，并且在同里陆家埭二铭小学当任代课教师。

1914年他考入上海复旦公学学习经济学，金国宝就读时的复旦公学，重视外语教学，学科都采用外国课本，运用外语教学，学生也以外语回答；其次重视国学，开设国文、地理、历史及伦理，还规定学生每月要交出两篇作文作为考试。金国宝因受金松岑的影响，国学根底打得扎实，颇得国文老师蒋梅笙（徐悲鸿之岳父）赏识，他家里留存的7本复旦时的作文本上，每本作文本上都有蒋梅笙的密圈加点和嘉奖评语。1917年大学预科毕业，此年复旦公学更名为复旦大学，正式开设大学本科。

1918年2月至1921年7月，他在吴江中学、苏州第一师范学校执教英语，并兼授地理。1921年9月，金国宝受苏州第一师范学校之聘，至该校任教一年。

此后，金国宝学习和研究的重心转向统计学，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光。

金国宝对加入南社向望已久，但一直没有机会。1935年11月公葬陈去病后的下个月，再度由柳亚子出面，联络部分新、老社员，在上海酝酿成立南社纪念会，12月29日在西藏路晋隆菜馆举行第一次雅集，宣布南社纪念会成立。定居上海的金国宝应柳亚子的邀请很高兴地参加了这次雅集，也在这次纪念会上被吸纳为首批纪念会会员。这次聚会上，他遇到了好多朋友和熟人，特别是少年时同南社的社员范烟桥。听范烟桥介绍，他在此前1个月，参加了南社发祥地虎丘公葬陈去病活动，之后着手整理一些陈去病的手稿。

南社组织者之一陈去病先生也是同里人，是堂兄金松岑早年的盟友，陈去病比金国宝大20岁，金国宝也很仰望，只是没有机会过多的交往。

南社从1909年成立，1923年改组为新南社，1935年次改组为南社纪念会，期间历经了26年。在中国近、现代革命史上，南社与黄埔军校一文一武，当时就有“文有南社、武有黄埔”之说，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进程有过相当重要的影响。它虽创立于苏州，但活动至全国各地，没有固定地址的组织，能延续和坚持，值得称奇。南社文化涉及到文学、教育、新闻、历史、戏曲、音乐、宗教、书画、法律、科技和军事等领域，容量很大，南社汇集了一批知识分子的骨干和精英，同样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金国宝，当然很希望溶入其中。

首批南社纪念会会员是在来自全国各地，有230余名会员，金国宝在登记本上填写的是：金侣琴 ，名国宝，江苏吴江人，金松岑弟子，著 《 中国币制问题》、《统计新论》，复旦大学教授。

南社纪念会会员发展最多时，会员人数达400多人。

作为金松岑的弟子，金国宝对文学亦有一定造诣，还留下遗诗三卷，自署《侣琴诗存》。他的诗作大多为抗战期间所作，抗战时期，他从上海西撤至汉口、重庆，在重庆南温泉又与俞颂华相聚。据《复旦大学志·俞颂华传略》称：“1938年夏，俞颂华随政校迁住重庆南温泉。到南温泉后，他常与老朋友俞寰澄、金国宝、邹韬奋、黄炎培、戈宝权、沈志远等过往”。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常在一起谈论国事，满腔义愤，流于笔端，悲情出诗作，这些诗作也是进一步了解他生平最重要的资料之一。

